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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現實:
安東尼·史密斯的藝術與記憶認同思想*

羅易扉

[提　 要] 　 藝術是集體記憶的一種方式,族群成員因擁有“共通記憶”而形成情感共同體。 藝術作

為一種記憶語言,通過藝術意象創造族群“共同文化”。 藝術作為文化象徵物的生動載體,具有重建

人類身份認同、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特殊價值。 英國民族學家與人類學家安東尼·史密斯為“族

群—象徵主義”範式的奠基者,他聚焦世界民族及民族認同問題研究,尤其關注歷史記憶、文化象徵

物與民族認同的關聯。 通過分析 1600 至 1850 年之間的西歐藝術,論證了藝術意象對民族認同的促

進作用,指出藝術通過創造文化象徵物建構民族共同文化。 藝術通過想象與構建藝術意象,從而使

藝術想象成為真實民族文化。 當代國內外學界普遍重視史密斯的民族理論,但其關於藝術與記憶

認同思想的專門研究尚待深入。 在文明各異的後民族時代,史密斯關於藝術與記憶認同的思想,為
世界各國民族認同的社會實踐提供了更具意義的思想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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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民族學家安東尼·史密斯(Anthony
 

Smith)為“族群—象徵主義”(ethno- symbolism)範式

理論的奠基者。 國外學界對史密斯理論的研究多聚焦其民族理論,學者們多聚焦其“族群—象徵

主義”理論。 如約翰·哈欽森(John
 

Hutchinson)、沃克·康納(Walker
 

Connor)與艾維爾·羅什瓦

爾德(Aviel
 

Roshwald)等學者,研究前現代族群與現代民族之間的關係,並認同前現代族群擁有共

享的歷史記憶和文化。 國內學界對史密斯理論研究多集中在民族學與政治學領域,關注史密斯的

民族概念和民族主義理論時,又多聚焦於民族理論通論方面,但從藝術與記憶認同角度的專門研究

尚待深入。 因此,本文結合藝術學、民族學與人類學的研究方法,專門分析其理論中的藝術與記憶

認同思想,為後民族時代的民族認同社會實踐尋找新的思想啟示。

一、民族紐帶:藝術與記憶認同的啟示

藝術是記憶的一種方式,記憶是人類精神的故鄉。 集體記憶是民族情感認同的基礎,人類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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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記憶獲得情感認同。 藝術通過建構藝術意象並塑造社會現實,藝術促進集體記憶而形成想象

共同體。 藝術是人類記憶的生動語言,記憶通過藝術象徵而激發情感認同。 一個民族的記憶共同

體根植於故園的田園山水之中,還體現在各類體裁的藝術形式之中:在景觀藝術中被鋪叙,在人物

雕塑中被表達,在歷史畫中被叙事,還在儀式舞蹈節慶中被展開。 藝術是記憶的物質與非物質載

體,集體記憶在藝術中被想象與建構。 無論是視覺藝術、聽覺藝術還是身體藝術,均是記憶的形象

語言與形式。 藝術成為記憶與民族認同的具體形式與情感連接,“地方藝術連接著人對於地方的

往昔歷史經驗,是人重返地方的記憶之物。
 

地方藝術携帶著個人、社會及國家的集體記憶,並幫助

我們重建人的身份認同與民族認同”。①

安東尼·史密斯關注世界民族與民族認同問題。 在青年時期,他修讀經學、哲學與社會學,此
後致力於民族主義與族群學研究,曾擔任族群和民族主義研究協會主席。 他聚焦民族、民族主義和

族群性研究,並提倡民族主義的跨學科研究,發展了研究民族和民族主義的方法,即族群—象徵主

義方法論,該方法論本質是通過象徵維度研究民族和族群問題。②在 1980 年代前的早期研究中,他
對民族主義理論展開批判性反思,反思現代主義民族理論對民族“現代性”的過分強調,提出應關

注族群和歷史連續性之間的緊密關係。 他認為現代民族並非憑空創造的想象共同體,而具有深厚

的族群基礎和歷史根源。 在 1980 年代後期至 1990 年代末,他系統闡述了族群象徵主義的思想。
在 2000 年之後的晚期研究中,他關注民族的象徵維度和文化因素,包括藝術、儀式與神話等在民族

認同中的作用。 在史密斯的族群象徵主義理論中,他強調了文化象徵物和歷史記憶的價值。 民族

之所以能够形成情感共同體,源於那些唤起共同歷史記憶的象徵物。 通過對“構成民族與眾不同

遺產的價值觀、象徵物、記憶、神話和傳統模式持續複製和重新解釋”,民族認同得以形成和鞏固。③

史密斯將藝術視為象徵物的載體,藝術既是文化的表達形式,也是傳播和再生產文化的載體。 史密

斯的藝術與認同思想在其早期研究中即開始,其博士論文《愛國主義與新古典主義:英法繪畫與雕

塑中的“歷史復興”(1746~1800)》專論了歐洲藝術與歷史的關係。④此後,史密斯在專著《成為真實

民族:1600~1850 年西歐藝術與民族認同》中,集中表達了其關於藝術與民族認同的思想。⑤

藝術作為一種文化表達形式,不僅是歷史記憶的載體,也是民族象徵的表現形式。 在當代全球

化時代,在全球化與地域化、普遍主義與民族主義相互交錯的當下,如何通過藝術和文化記憶凝聚

民族,以及如何幫助維持民族認同的連續性,是一個緊迫的現實問題。 現代主義學派強調民族是現

代性產物,而史密斯持有不同於現代主義學派的觀點,他注重民族歷史文脈、記憶與情感認同的作

用,並重視象徵對民族形成、存續與發展的意義,強調民族與前現代族群紐帶的歷史連續性。 他關

注主觀因素如記憶、情感和象徵因素,尤其是歷史記憶、神話象徵與文化傳統等因素,並強調文化符

號、歷史記憶和情感依戀在認同中的意義。 這種視野在後民族時代獨樹一幟,為凝聚民族情感共同

體提供了現實參照。 在今日世界局勢複雜的後民族時代,史密斯的藝術與記憶認同思想,對於世界

民族具有新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史密斯的理論雖形成於歐洲學術語境,但對思考中國的民族認同

問題同樣具有啟發意義。

二、發明傳統:再造民族象徵物與“共通記憶”

英國社會學家沃爾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將 19 世紀形容為“民族創建的世紀”。⑥經歷

18 世紀啟蒙運動、英國工業革命、法國大革命、美國獨立戰爭及拉美獨立運動,英法成為歐洲較早

的民族國家,美州與拉丁美洲的民族國家紛紛誕生。 在世界第一次大戰之後,中歐、東歐與小亞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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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地區民族國家也如雨後春笋。 在世界第二次大戰之後,亞非地區民族獨立運動風起雲涌。 在當

代全球化時代,民族認同成為後民族時代的緊迫問題。 面臨這樣新的社會現實,學術界隨之引發民

族研究思潮。 自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英美學者多關注民族認同問題,卡爾頓·海斯(Carlton
 

Hayes)、漢斯·科恩(Hans
 

Kohn)與愛德華·卡爾(Edward
 

Carr)等學者,此時期多研究民族問題的

起源與傳播問題。 1960
 

年代至 1990 年代初,史密斯與厄爾斯特·蓋爾納(Ernest
 

Gellner)、本尼迪

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及埃里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等學者,延續了民族起

源問題的討論。 史密斯成為族群—象徵民族主義理論的代表人物,歐美學者普遍認可該範式,例
如,約翰·

 

哈金森(Jhon
 

Hutchinson)、阿德里安·
 

哈斯廷斯(Adrian
 

Hastings)與約翰·阿姆斯特朗

(John
 

Armstrong)等,故學界將他們歸於“族群—象徵主義”學派,這一流派學者普遍強調文化象徵

物的價值。
文化象徵物具有凝聚與傳播民族文化的作用。 民族為共享信念的情感共同體,族群成員通過

共享的象徵、記憶和傳統文化獲得情感認同。 史密斯特别強調情感認同的主觀因素,即記憶、情感

和象徵因素。 精英人士往往通過動員人民,通過激發大眾的族群情感來維持身份認同,民族主義常

常呈現為大眾化與跨階級運動。 沃克·康納(Walker
 

Connor)也強調了成員情感認同的價值,認為

“隱隱約約”、“難以琢磨”的族群—國族紐帶在心理上的延續性是貫穿整個人類歷史的。⑦霍布斯

鮑姆認為“被發明的傳統”意味著,“一整套通常由已被公開或私下接受的規則所控制的實踐活動,
具有一種儀式象徵特性,試圖透過重複來灌輸一定的價值和行為規範,而且必然暗含與過去的連續

性”。⑧在民族的形成過程中,對傳統文化的重新詮釋是對早先族群的情感重構過程。 一切民族節

日、國旗、國歌、雕像狂熱和體育比賽,是文化“設計”師的“發明”。 民族認同根植於文化傳統和延

續性集體記憶中,通過符號象徵並通過記憶重獲民族認同。
不同學派對於民族象徵的要素各有側重。 史密斯認為民族擁有“一個被命名的人口總體,它

的成員共享一塊歷史性的領土,擁有共同的神話、歷史記憶和大眾性公共文化,共存於同一個經濟

體系,共享一套對所有成員都適用的一般性法律權利與義務”。⑨他將歷史記憶納入民族文化系統,
認為象徵物、記憶、傳統與遺產等構成民族的基礎成分。 蓋爾納為現代民族主義學派,認為民族是

工業化時代的社會現象。 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側重“想象的共同體”,認為民族為“一個想象的政

治共同體,且被自然而然的想象成擁有至高無上的地域邊界”。⑩霍布斯鮑姆則側重民族與傳統的

關係,認為“傳統”源自近代社會服務於統治的精英。 史密斯發現了記憶與民族的隱性關係,他強

調民族是一個“與領土有關且擁有名稱的人類共同體,擁有共同的神話與祖先,
 

擁有共通記憶並共

享文化”。
 􀃊􀁉􀁓在史密斯的“民族”概念裡,他尤其強調了記憶與民族的關係。 他強調民族必須具備一

定的社會空間,一定邊界的領土範圍,以及具備經濟上可掌控的資源。 康納發現,資產階級與無產

階級對民族的定義差異,資本主義認為民族與國家的利益是超越階級的,而馬克思主義提倡“無產

階級國際主義”。
 􀃊􀁉􀁔關於民族的定義,史密斯結合斯大林的客觀定義模式及本尼迪克特的主觀模

式。 在此,他特别強調了象徵物與記憶作為民族象徵的價值。 史密斯提出了其民族模式觀點,認為

同一民族的民族模式在不同階段具有雙元性,即同時具有“市民民族模式”與“族群民族模式”。 既

具有“公民的”和“領土的”因素,
 

又同時具有“族群的”和“文化的”因素。􀃊􀁉􀁕他認為法國即具有這種

雙元模式的歷史時期。 在史密斯的民族模式理論中,他更注重共通記憶與共享文化的情感認同作

用。 他重視情感認同的基礎,認為人民對血統與譜系的認同超越領土認同。
“共通記憶”與“共同文化”是民族認同基礎要素。 安東尼·吉登斯認為民族源於對領土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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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而皮埃爾·伯格(Pierre
 

Berghe)
 

則從生物學視角出發,認為民族認同是一種親緣選擇。 此外,
原生主義民族學者格爾茨認為,民族認同源於“文化施與”,即民族認同的對象是社會文化“施與”
的,是一種既定的文化。 史密斯提出身份認同具有多重因素,涵蓋家庭、領土、階級、宗教、族群與性

别身份。 史密斯的“民族認同”理論攬括五大要素,歷史形成的領土,共同的神話傳説與歷史記憶,
共同的文化,成員所擁有的法律權利與義務與共同的經濟。􀃊􀁉􀁖在史密斯看來,“民族認同”反映人群

的傳統慣習與道德觀念。 顯然,他特别強調了“共通記憶”與“共同文化”的特殊價值。
藝術是文化象徵物的生動載體。 無論是精英藝術還是大眾藝術,均是民族認同的情感載體。

藝術家通過藝術符號及意象來表達民族文化,來實現民族共同體的“共通記憶”,從而以地方藝術

實現地方情感認同,並因此達成人民的共通記憶而產生身份認同感。 史密斯在其“民族”與“身份

認同”的理論中,特别強調了獨特的“族群—象徵主義”思想。 他將共享的歷史記憶、文化及神話這

類主觀因素,納入其民族認同理論框架。 史密斯的民族認同觀融合了東西方模式,他認為“要廢除

單一、直線的解釋模型,而採取更為多元和地緣上分散的解釋辦法”。􀃊􀁉􀁗在前現代群體中,族群、民族

記憶、共同崇拜的儀式、神話和象徵構成族群的文化象徵。 共同的“祖地”是公民認同的對象,共同

的習俗和法律、血緣聯繫、共同的神話為認同的基礎。 史密斯的“族群民族模式”結合主觀與客觀

的民族模式,其理論更側重“共通記憶”與“共同文化”的民族概念模式,奠定了其思想起點。

三、“族群—象徵主義”範式與民族情感依戀

族群通過記憶與象徵物形成情感紐帶。 民族認同根植於族群歷史與文化,並為個人提供身份

認同。 民族理論具有幾種不同的範式,通常區分為永存主義、原生主義、現代主義及族群—象徵主

義範式。 不同範式對於民族的特性解釋不同,永存主義範式認為民族是古老永存的現象,“個體的

民族或許消亡,但作為民族的共同體或類共同體永存”
 

。􀃊􀁉􀁘原生主義認為民族源於民族血脈的原生

之物,強調原生性的一面。 現代主義強調民族主義的現代性、公民性
 

、政治性與建構性。 “族群—
象徵主義”強調民族歷史性、族群基礎及文化特徵,強調民族的歷史地位與綿長的民族生命力。
“現代主義”與“族群—象徵主義”為當代歐洲主要兩大流行流派,史密斯為後者的奠基人。

現代民族主義理論盛行於 1960 年代,該流派強調客觀因素,即工業與印刷資本主義等技術因

素,代表學者有蓋爾納、霍布斯鮑姆與本尼迪克特等。 他們認為民族認同具有人為性及工具性特

質,認為民族認同源於人為的社會建構。 霍布斯鮑姆認為文化是被建構的結構,因此發明的傳統促

進建構民族,民族共同體帶有人為的意識形態建構性,認為民族主義起源於法國大革命。 而本尼迪

克特則從認知模式出發,認為想象共同體為一種“想象的真實”,
 

認為民族主義起源為美洲獨立戰

爭時期。 本尼迪克特認可技術在歷史中的推動作用,但不重視歷史記憶為民族產生的基礎,英國歷

史學者奥利弗·齊默(Oliver
 

Zimmer)則不太認同其觀點。 蓋爾納否定前現代因素,認為前工業時

期遺留物對於民族沒有直接影響,歷史記憶與文化傳統不具有直接對應關係。 霍布斯鮑姆與本尼

迪克特均認為民族是想象共同體,認同歷史記憶對於民族主義形成的價值。
族群—象徵主義學派關注民族歷史文化與記憶。 他們通過觀察民族與民族主義內部世界,探

究精英與底層民眾之間的互動。 史密斯重視民族認同的五種核心元素:即歷史領土和祖國、共同神

話與歷史記憶、共同的大眾文化、共同的法律權利和義務、共同的地域內的經濟生活。 他對於現代

民族主義認同理論持批評態度,基於此批評觀並形成了“族群—象徵主義”理論。 他採用芬蘭與愛

爾蘭等國的民族形成例證,這些地區的民族並非伴隨工業化出現。 史密斯的藝術與民族認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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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點時期為 1600 年代,研究了此後時期的諸多西歐視覺文化。􀃊􀁉􀁙他批評現代民族主義將民族限於

法律政治共同體,而忽視了民族的文化共同體屬性。 在史密斯的理論中,共享記憶與文化是其核心

要素。 他雖認可民族主義是現代現象,不僅重視客觀因素,但也同時重視主觀因素,即歷史記憶、神
話與象徵因素。 族群的共享記憶確立彼此之間的聯繫,從而形成集體文化身份及文化認同。 記憶、
宗教、神話與文化等要素,不僅建構民族的情感共同體,且集體情感依戀是民族認同的核心精神

力量。
民族共同文化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無處不在。 民族的共同文化會促進民族凝聚力,記憶、神話和

象徵符號賦予文化特色,並凝聚了族群成員的感情。 史密斯重視記憶、價值
 

、情感、神話與象徵因

素,並重視民族主義的內在精神世界,其思想無疑在當代具有特殊意義。 史密斯的思想影響了跨學

科領域研究,重塑了民族認同問題的概念框架。 他將傳統與現代相結合,從族群情感維度出發研究

民族認同,關注到藝術對於民族認同的融合功能。 民族所共享的共同的價值觀、象徵與傳統,在個

體與階級之間產生社會聚合力。 民族意象涵蓋各類象徵符號,包括旗幟、國歌、制服、紀念碑與慶

典,族群成員認同共同遺產與共同文化,並獲得身份認同,從而獲得民族歸屬感。􀃊􀁉􀁚在此意義上,象
徵符號從想象意象成為真實的民族文化現實。

四
 

、作為象徵的藝術與民族意識共鳴

藝術通過情感共鳴建構民族自豪感。 無論是藝術實踐和藝術理論均證明了相關觀念,德國社

會運動史學者斯特凡·伯(Stefan
 

Berger)的相關研究,集中討論了藝術與民族認同主題。􀃊􀁉􀁛通過比

較不同歐洲國家構建、解構和重建國家歷史的過程,闡釋了國家歷史與民族認同感的相連過程。 英

國藝術史學家西蒙·沙馬(Simon
 

Schama)等學者,也通過藝術和文化史研究視角觀察藝術與身份

認同的關聯。 在當代藝術社會實踐中,藝術通過描繪歷史事件和文化傳統來構建國家身份和民族

神話。 各類藝術作品表現了不同的國家叙事,德國從危機中建立國家認同,以及希臘從古代精神中

重生等。 歐洲其他國家如荷蘭、瑞典和瑞士等,通過文化藝術來構建民族神話。 荷蘭畫家倫勃朗等

畫家的歷史繪畫,各國設計英雄紀念幣來紀念國家英雄,設計紀念品成為民族主義的象徵。 藝術作

品和紀念品不僅紀念了英雄的行為,也成為了民族自豪感和愛國主義的象徵。
藝術具有身份認同與國家認同的作用。 史密斯提出了“文化族”概念,認為羅馬法、希臘哲學

和科學、希伯來倫理與基督教神學、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等,可視作歐洲大陸文化與歷史傳統。 史

密斯主張弘揚前現代時期族群及集體象徵、神話與符號,認為早期西歐民族,如英格蘭、法國與西班

牙基於前現代族群形成。 藝術作為民族意象形成歷史記憶,從而從想象建構到成為真實民族與國

家。 史密斯在早期萌生了藝術與民族認同的思想種子,他在其專著《成為真實民族:1600 ~ 1850 年

西歐藝術與民族認同》中,追踪了西歐兩個半世紀以來的視覺藝術,將中世紀時期藝術作為考證對

象,考證自 18 世紀末至 19 世紀初的英法油畫、尼德蘭與德語地區的藝術,以及意大利與斯堪的納

維亞地區視覺藝術。 通過西歐視覺藝術,考證藝術在傳播民族主義中的影響。 通過詮釋藝術中所

顯現的民族認同情感,論證“想象”的民族如何獲得民族歸屬感,並最終成為現實的民族共同體。
他通過追溯 17 世紀荷蘭歷史畫,通過繪畫考證荷蘭與西班牙的宗教衝突關係,以及歷史畫中所描

摹的舊約中以色列人民的苦難。 關於歷史畫中所描摹的巴塔維亞神話,他認可古羅馬歷史學家塔

西佗的言論,認為繪畫反映了低地國家日耳曼部落抵抗羅馬帝國的事件。 史密斯還注意到荷蘭城

市民兵的角色,他考證了倫勃朗的《夜巡》這類題材繪畫。 他還注意到“土地與人民”的油畫題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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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這類繪畫在荷蘭風景畫中的視覺表徵。 史密斯通過這些視覺藝術得出結論,認為荷蘭風俗畫

家哈爾斯及倫勃朗等,通過藝術致力於塑造一種民族意識,這不是一種藝術想象而是社會現實。 荷

蘭藝術家通過刻畫生動的視覺藝術,創作並舉起民族的旗幟,並以此增強荷蘭民族在漫長的戰爭之

後,他們所苦苦積聚的民族文化。 這類現象説明,藝術在早期現代國家中具有身份認同的作用。
17 世紀的歐洲風景畫同樣充滿了民族意識。 歐洲風景畫不僅描摹風俗場景,同時充滿了民族

歸屬感。 史密斯按照時間的線性及主題線索,追踪 1600 年前民族形象的來源。 他從希臘雅典開始

溯源,言及古猶太與歐洲中世紀晚期,乃至文藝復興時期的城邦。 他通過雅克·大衛的法國革命繪

畫題材、德拉克洛瓦的繪畫《自由引導人民》與英國畫家康斯太勃爾與特納的繪畫,分析英法的歷

史與民族主義。 在德國的藝術分析中,他選取大衛·弗里德里希的繪畫為代表,以此分析斯堪的納

維亞半島的“北方崇高”風格。 關於歷史繪畫及紀念藝術,史密斯主要分析了英法繪畫藝術。 他將

法國視作政治民族主義的摇籃,將英國視作温和而懷舊文化民族主義的代表。 他不僅分析了頌揚

愛國的古典時期與中世紀作品,還分析馬拉特(Marat)和詹姆斯·沃爾夫( James
 

Wolfe)將軍等當

代英雄。 史密斯選取傳統經典作品展開分析,對於聞名遐邇的雕塑與繪畫展開再思考。 從倫勃朗

的《夜巡》到大衛的《馬拉之死》,再到康斯太勃爾的索爾兹伯里大教堂。 史密斯沒有採取嚴格的線

性時間編年史,而是比較分析 18 世紀和 19 世紀初英法藝術。 該時期英法各地出現的民族英雄具

有共時性,英國藝術家在 18 世紀樹立了清晰的國家形象。 通過英雄事件培養民族英雄主義和民族

歸屬感,藝術形象在民族意識建構方面起了潛移默化的影響,尤其是英法戰爭以及隱含的美國革

命。 大革命對法國歷史及歐洲歷史具有革故鼎新的影響,大革命建立了現代化的世界新秩序。 史

密斯還通過一些繪畫和雕塑中的女性形象,啟發人們深刻地重新認識民族認同的觀念。 史密斯尤

其擅長辨識具有張力的一些民族形象,那些同時兼具“歷史共同體”又代表“跨歷史”的藝術表徵。
史密斯旨在依據這些事件,並以此説明畫家所具有的民族認同視野,他們通過創造藝術意象來培養

記憶認同的民族意識。

五、藝術意象與記憶情懷的建構與方法

藝術意象是點燃民族情感認同的生動載體。 史密斯是一位兼具人類學及藝術史知識的學者,
他不僅積澱了深厚的民族及前民族歷史知識,還十分熟悉藝術史知識。 在《成為真實民族:1600 ~
1850 年西歐藝術與民族認同》中,他從民族認同與文化符號體系轉向視覺藝術研究,聚焦 17 世紀

的盛世荷蘭、18 世紀末與 19 世紀初英法視覺文化。 他採取社會學取向並從社會內部觀看藝術,思
考藝術如何提升了西歐民族意識。 史密斯從藝術史、視覺研究、歷史與民族主義視角觀看藝術,細
膩觀察藝術與民族認同的深刻關係。 他分析各類繪畫構圖及風格特徵,並聚焦繪畫所描述的主題,
對繪畫展開視覺話語分析。 他沒有將分析重點放在藝術家或贊助人的私人或公共聲明之上,而是

轉而關注圖像傳播中受眾對於視覺文化的影響,從而觀察視覺文化對於人民的民族意識建構影響。
史密斯主張象徵主義,且反對“現代主義”與“唯物主義”方法論,故他考察歐洲早期現代視覺藝術,
他採用繪畫和雕刻中的民族形象例證,認為“無論藝術家的初心如何,人們從這些圖像與符號中感

知到民族思想,因而這些藝術作品點燃了人民的民族情感”。􀃊􀁊􀁒藝術意象是史密斯“民族”詞語定義

的核心組成部分。 在他這裡,“民族是一個自我定義的人類共同體,不僅擁有共同的神話、記憶、符
號、價值與傳統體系,且居住在歷史悠久的家園,集體認同他們所創造並傳播一套獨特的公共文化,
並遵守共同的習俗和習慣法”。􀃊􀁊􀁓顯然,藝術意象成為點燃民族記憶與情感的核心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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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意象包含藝術符號與藝術表徵等若干維度。 在啟蒙運動與早期工業主義時代,無論是 17

世紀荷蘭風景畫,還是 18 紀末至 19 世紀初的英法藝術,都充滿了激越的民族意象。 德拉克羅瓦的

繪畫《自由引導人民》,通過古典寓言的形式來闡釋法國的民族性。 在英國的風景畫中,藝術家通

過自然風景表現出英國的民族性。 英國畫家康斯太勃爾的畫作《乾草堆》,表達了英國人將家園視

為人與景觀的自然融合。 藝術家採用特定的歷史風格,採用地方時空景觀來加深民族認同感。 18

世紀羅馬樣式促進了愛國與美德教育,此後此類樣式逐漸被英法民族歷史及中世紀古典場景所取

代。 史密斯還採取大視覺研究框架,分析了烈士紀念碑這類視覺文化資源,他採取歷史與文化社會

學取向,研究藝術家通過藝術去表徵隱性的意圖,通過藝術感召力促進民族意識。
藝術通過記憶與情感認同滋養濃厚的民族情懷。 藝術家身處時代的文化與知識洪流之中,藝

術家的意圖潛移默化嵌入作品之中。 人民的民族主義培養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特定藝術作品激發

人民的民族情懷。 大衛的繪畫《馬拉之死》,其震撼人心的現實主義激發人民的革命鬥志。 史密斯

用他引人入勝的筆墨,描述了文化與政治變革中所逐漸形成的民族性。 維米爾的繪畫《窗邊的女

孩》,帶有中產階級的浪漫情懷。 韋斯托爾的《朱迪思王后為阿爾弗雷德朗誦》,繪畫叙述了王后為

阿爾弗雷德朗誦吟游詩人之歌的場景,向少年描述其祖先的英勇事迹。 毋庸置疑,這類作品激發了

戰爭期間英國人的“愛國精神”。 史密斯採用“民族的國家” (national
 

state)來替代“民族—國家”
(nation- state)的詞語,“就新視覺藝術與現代民族之間關係而言,顯然證明他們之間的某種相關

性”。􀃊􀁊􀁔視覺藝術對於國家建立具有明顯的影響,在打造一個現代國家的過程中,18 世紀的政治和商

業精英們具有關鍵作用,他們基於民族性、古典範式及土地等方方面面的因素,從而努力打造並建

構民族的本真性。 精英人士往往通過再造民族叙事,作為精英階層的藝術家自然而然投身於此,藝
術通過在公眾心中樹立鮮明的民族意象、在沙龍或皇家學院展覽中被展示,或通過版畫和雕刻複製

得到廣泛傳播。 因此,通過藝術所傳播的藝術意象,達到了促進民族認同的顯赫意義。

六、成為現實:從藝術想象成為真實文化

記憶如影子,昔日是故鄉。 藝術是記憶的一種方式,人類社會因擁有記憶而綿延歷史。
藝術通過激發族群成員的情感點燃民族激情。 17 世紀荷蘭經歷了迷人的黄金時代,在文學及

藝術作品中充滿盛世盛景的描摹。 英國歷史學家西蒙·沙馬的《財富的窘境:黄金時代荷蘭文化

的註解》,通過文學形式描摹出荷蘭的盛世景象。􀃊􀁊􀁕同樣,荷蘭黄金時代的 17 世紀油畫藝術,也生動

描繪了那個燦爛的黄金時代。 藝術家通過多重維度與方法來建構藝術意象,共同的文化與共通的

記憶形成記憶認同。 藝術家通過創造記憶象徵與記憶符號,表達與建構民族集體認同的意象。 藝

術家還通過藝術作品表達國家叙事,通過國家叙事培育民族意識與民族認同。 藝術不僅能唤起集

體共通記憶,並塑造民族的共同文化。 藝術還能通過作品再現歷史叙事記憶並不斷塑造民族認同。
藝術與記憶的想象共同體被不斷重塑並成為現實。 民族象徵符號能唤起人民對歷史遺產與文

化的情懷,民族認同包括公民與領土的維度,也包括族裔和血緣的維度。 族裔共同體的文化、神話、
記憶、價值、象徵符號與傳統成為民族的記憶庫。 史密斯在他的長時段研究中,強調“價值觀、象徵

物、記憶、神話和傳統模式”滋養民族認同感。􀃊􀁊􀁖同樣,蓋爾納也主張“通過復興或創造一種本地自己

的高層次文化”增強認同感。􀃊􀁊􀁗在蓋爾納這裡,高層次文化即精英文化,包含語言、文字、服飾、音樂

與舞蹈文化等。 正如安東尼·史密斯所言,民族像“流傳的俄狄浦斯王神話一樣,雖以戲劇形式講

述著過去事件,但旨在服務於現在與未來”。􀃊􀁊􀁘藝術家塑造民族象徵符號並成為藝術意象,藝術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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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想象建構到成為真實文化。
人類社會正處於一個激越的後民族時代。 史密斯提醒我們民族“神聖性”的四個方面,即共同

體、領土、歷史與命運。 在史密斯的族群—象徵模式中,記憶、神話與象徵符號等因素,通過情感把

族裔聯結在一起,而正是因為擁有不同的文化而賦予了民族獨一無二的存在價值。 史密斯主張族

裔民族主義,而哈貝馬斯則主張公民民族主義。 如果説後民族結構顯示為一類脆弱的結構,而民族

意識則較之具有內部的張力,這也是史密斯與哈貝馬斯的論爭核心所在。 然而,在霍米·巴巴

(Homi
 

Bhabha)那里,當今世界歷史認同感變得分裂又重叠。 如同霍布斯鮑姆所記述,“民族與民

族主義的確已過了其鼎盛時期,黑格爾説,智慧女神的猫頭鷹會在黄昏時飛出,如今它正環飛於民

族與民族主義周圍,這顯然是個吉兆”。􀃊􀁊􀁙因此,在這個脆弱的後民族時代,史密斯的民族認同理論

更具有意義。 而他關於藝術的記憶認同思想,無疑成為後民族時代的一盞明燈。 正是在此意義之

上,藝術實現了一種語言在另一種語言中重生,藝術實現了一種記憶在另一種記憶中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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